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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部门的发展需要劳动力资源的支撑，文章以全国 30 个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

采用 OLS估计法考察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青年
人口比重较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将更为迅速，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受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影响
更为显著。我国应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区域间转移、深化对外开放、提升劳动力
资源的质量四个方面来应对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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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ge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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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needs the support of labor resource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of labor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ing，using OLS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higher proportion of youth labor will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quickly，and th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Midwest with the rapi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aging labor on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promoting inter-region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vig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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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open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abor resources．
Keywords: age structure of labor; proportion of youth labor;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panel
model

一、引言

“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特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社会

抚养负担加重，社会积累水平下降，更体现在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上。目前我国 “二三

一”产业结构转型尚未成功，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任务

依然严峻。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同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引发的系统性困境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已经发生深刻转变①，劳动力

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延迟退休”、 “放开二胎”等政策的制定，将深刻影响我国劳动力的年龄

结构。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

口抚养比逐渐下降，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稳步升级。1949 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人

口生育高峰，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但由于人口基数小 ( 只有 4 亿) ，所以第一

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加不多。第二次生育高峰开始于 1962 年，持续至 1973 年，10 年间人口出

生率处于 3% ～4%之间，全国新出生人口将近 2. 6 亿，这一次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婴儿潮。1986 ～
1990 年我国迎来了另一个小生育高峰，主要是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在此期间进入生育年龄，但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此期间出生的婴儿只有 1. 2 亿左右［1］。由于各次生育高峰的出现，使我国

图 1 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数据来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注: 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

变动率指当年水平较上一年的变化比例。人口出生率的起始年份

为 1960 年。

人口结构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同时也为我国的

经济发 展 创 造 了 长 达 50 年 左 右 的 人 口 红 利

期［2］，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

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基础。图 1 显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与人口生育

率的变化存在正相关性，其中产业结构变动的

正相关性特征更为明显。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变

的关键时期，关注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如何

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

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

国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试图回答劳动力年龄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到底存

在怎样的影响，在不同产业和地区有何差异。

二、文献回顾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传统研究主要着眼于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资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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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从 2011 年的峰值 9. 40 亿人下降到 2012 年
的 9. 39 亿人和 2013 年的 9. 36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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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特别是人口红利和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布鲁姆 ( Bloom) 和威廉姆森 ( Williamson) 通过将人口统计变量引

入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验证了 1965 ～ 1990 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上升促进了东亚经济体人均生产率的

提高，并 指 出 随 着 东 亚 各 国 老 龄 化 时 期 的 到 来，经 济 增 长 率 将 会 承 受 压 力［3］。布 鲁 姆 和 坎 宁

( Canning) 以爱尔兰和我国台湾为例，指出近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转变提高了人均劳动力供给和储蓄

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有利于促进教育投资和提高储蓄水平［4］。有学者将年龄结构变量纳

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 1989 ～ 2004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少儿人口抚养比

下降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效率，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资

源，促进了储蓄向生产性投资的转移［5］。伯尔施 － 祖潘 ( Brsch-Supan) 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和投

资的相关性进行了评估，并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很可能会压低经合组织国家

的资本回报率，在储蓄减少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增加社会资助支出［6］。伯尔施 － 祖潘还以德国为例，

认为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教育和培训来

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带来的产业结

构调整［7］。我国对人口结构转变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0 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和老龄

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普遍认为人口红利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要素供给、提高储蓄率、带动公共

投资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8］; 老龄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老龄化的社会

经济影响、养老保障与养老保险、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特殊老年群体养老、积极应对老龄化等

领域［9］。

刘易斯 ( Lewis) 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劳动力转移视角扩展了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逻辑，

当“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时，产业结构调整将依赖于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10］。拉尼斯 ( Ｒanis) 和

费景汉 ( Fei)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拉尼斯 － 费景汉模型 ( Ｒanis-Fei Model) 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是存在阻力的［11］。沃尔斯 ( Volz) 以 2000 年以来德国 17 个部门和两种类型的家庭数据为样本，

分析认为劳动力老龄化会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来对产业部门造成影响，并有利

于健康和教育部门的发展［12］。安纳比 ( Annabi) 等人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来考察加拿大人口年龄结

构变化对本国产业和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会导致经济增速

下滑和均衡失业率下降，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水平，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成本

上升，劳动附加值低的产业规模会相对扩大; 另外，老龄劳动力消费偏好的改变将有利于相关服务产

业的发展［13］。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也关注了劳动力年龄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杨道兵等人

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的影响入手，讨论了劳动力老化对社会经济发

展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14］。朱洵等人运用 “劳动力年龄 － 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方法，对

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及产业结构调整方案进行了初步探讨［15］。但总体来说，

现有研究对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没有足够重视，尤其缺乏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

构调整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理论假说与模型设定

1． 理论假说

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转变引起年龄结构变

化，从而改变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教育水平的提升将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社会负担系数下降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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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储蓄; 二是从需求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总消费、投资、进出口以及国际资本流

动［16］。但人口转变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社会储蓄和改变消费结构，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中青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可能对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如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生育高潮 ( 1946 ～ 1964 年) ，该时期出生的人口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30%，并且普遍接受了较好的教育［17］。与之相对应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

后，尽管美国正处于经济滞胀时期，但产业结构依然实现了快速转型。与美国类似，二战后的日本在

1947 ～ 1949 年出现第一次生育高峰，3 年内出生婴儿的总数超过 800 万，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出现第

二次生育高峰，但只持续到 1975 年; 与之相对应的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第一产业比重快速

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共同上升，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产业升级进展缓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日本第三产业比重再次出现加速上升［18］。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历程也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并且总体

上是随着劳动力青年人口①比重的下降，产业结构调整速度逐渐趋缓，见图 2。

图 2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青年人口占劳动力比重
数据来源: 中国第四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变换工作的概率

随着工作资历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增

长，劳动者变换工作的成本会提高，工作流动性将

会下降［19］。这意味着当产业结构需要快速调整时，

老化的劳动力结构很难快速转变为与之相适应的就

业结构。二是人力资本的向下兼容性［20］使文化水平

更高的青年劳动力能够适应更多的就业岗位，职业

选择范围的增加提高了青年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可能

性，并且青年劳动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力和创新能

力更强［21］，更能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劳

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对

经济激 励 和 体 力、智 力 能 力 发 生 变 化 的 理 性 反

应［22］。多数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在职业生涯初期呈上升趋势，当年龄超过峰值之后 ( 不同研究对

生产率峰值年龄的判断存在差异) ，年龄的增长会导致体能的下降，但在脑力劳动方面会存在差

异［23］，尽管体能、技能等多种原因导致年龄和劳动生产率在不同部门存在差异，但当控制了这些异

质性之后，年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部门间并没有明显差异，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变化呈驼峰形

状，在 35 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4］。四是在我国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农

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明显高于城市劳动者［25］，而且逐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

工相比②，学历明显提高，有条件选择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且就业偏好以制造业和第三

产业为主［26］，2004 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也充分说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产业结

构的升级［2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假说 1: 劳动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转型

·89·

①

②

联合国曾在一份文件中把 14 ～ 25 岁的人称为“青年人口”，而世界卫生组织将 44 岁以下的人列为青年。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青年是指十五六岁 ～ 30 岁左右的人生阶段。从我国目前企业招聘要求来看，一般将 35 岁作为入职的
门槛线。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 ( 国际上一般把 15 ～ 64 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 ，本文结合人口普查数据的年龄分段，以
15 ～ 34岁作为青年人口的年龄区间。相对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的职业固定性较差，转换职业的成本较低。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显示: 2011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 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7% ;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约为 28 岁，“80 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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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产业间流动。相对于中老年劳动力，青年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更

高，就业流动性和适应性更强。因此，在同等的发展条件下，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更适合

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更快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反之，劳动力

老龄化将抑制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产业结构的僵化。假说 2: 从地区差异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区产业

结构所处阶段和发展模式不同，在粗放型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地区，劳动力青年人

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程度应当高于集约发展模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占主导的地区。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作为劳动力年龄结构指标，以产业结构调整量的绝对值作为产业结构

调整指标，虽然该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但是能够更直观研究劳动力年龄结构与

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关系，并且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下，产业结构调整量的大小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产业升级的速度。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我们构建如下经验模型:

Sit = β0 lit + Zβ + ηi + uit ( 1)

其中，Sit 为期间内地区产业结构变动量①; l 为劳动力中青年人口的比重; Z 为控制变量矩阵; β0 和

β 为待估计参数，其中 β 为参数向量; ηi 是个体非观测效应; uit 是随机扰动项，uit ～ N( 0，σ2 ) ; i 和 t 分

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需求方面的相关

因素有人均 GDP、人均收入水平、出口强度、城镇化水平; 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人口结构、劳动者报酬、人

力资本、资源禀赋、投资、FDI、技术进步、地理因素、产业政策等。因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人口负担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 GDP 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利用外资水平、贸易开放度②。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包含中国内地的 30 个省 ( 区、市) ( 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将四川省和

重庆市进行了合并处理) ，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跨度为 1988 ～ 2012 年。为了与人口普查资料相统一以及考虑变量的

数据稳定性，我们将这 24 年划分为 5 个区间，即 1988 ～ 1992 年、1993 ～ 1997年、1998 ～ 2002 年、
2003 ～ 2007 年和 2008 ～ 2012 年，并以 1990、1995、2000、2005、2010 年作为区间代表年份。变量说

明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质

变量 变量解释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ISCＲ 五年间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 % ) 150 20. 68 10. 00
SC 五年间第二产业比重总变动率 ( % ) 150 8. 93 3. 42
TC 五年间第三产业比重总变动率 ( % ) 150 7. 81 3. 80
YLP 青年人口占劳动力比重 ( % ) 150 51. 00 6. 76
SBC 人口负担系数 ( % ) 150 44. 06 9. 91
EDU 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人) 150 7. 15 1. 65
PGDPＲ 人均 GDP 增长率 ( % ) 150 10. 03 2. 89
FI 五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变动率 ( % ) 150 18. 98 12. 91
FDI 直接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 ( % ) 150 2. 81 3. 38
EXP 出口额占 GDP 比重 ( % ) 150 12. 97 14. 89

被解释变量为每个时期区间内

三次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 ISCＲ ) ，

计算方法为每年各产业占 GDP 百

分比变动量的绝对值之和，主要衡

量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第二、三产

业比重总变动率 ( SC、TC) 为时期

内对应产业占 GDP 百分比变动量

的绝对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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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it = ∑
i+2

j = t－2
( I1i，j － I1i，j －1 + I2i，j － I2i，j －1 + I3i，j － I3i，j －1 ) ; 其中，I 为产业占 GDP 比重，上标 1、2、3 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
由于各省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不一致，对数据质量影响较大; 人均收入与人均 GDP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技术进步与教育水平相关度较
高，且具有显著的外溢性; 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故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并未包含以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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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 ( YLP ) ，即 15 ～ 34 岁人口占 15 ～ 64 岁人口的比重。其中，

2010、2000、1990 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可由人口普查资料直接计算获得，2005 和1995 年数据则是根据2000 年

和 1990 年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推算获得，之所以没有采用相应年份的抽样普查数据，是因为 1%的抽样调

查比例很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而利用总体普查数据推算的结果主要受分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差异的影响，

这种误差对年龄结构总体分布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①，另外忽略迁移人口对地区劳动力结构的影响②。

在控制变量中，人口负担系数 ( SBC ) 为代表年份的 0 ～14 岁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 ( EDU ) 为代表年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按照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

12 年、大学以上 16 年进行估算，由于没有 1985 年的受教育水平调查数据，我们以 1982 年普查数据的计算

结果进行替代。人均GDP 增长率 ( PGDPＲ ) 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区间年份内的人均GDP 平均增长率。固

定资产投资占 GDP 变动率 ( FI ) 为区间内历年投资比重变化量绝对值的平均值。直接利用外资占 GDP 比

重 ( FDI ) 为区间内各年份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重的平均值，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按当年汇率进行折

算。出口额占 GDP 比重 ( EXP ) 为区间内历年出口额占 GDP 比重的平均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全国总体样本的面板回归结果

首先考察全国样本中三次产业结构总体调整量和二、三产业结构调整量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的

关系。其中，对全国总体样本采用的模型分别为混合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二、

三产业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中利用聚类稳健标准差对估计结果进行校准，并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选择恰当的模型。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主要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

模型并未考虑人口结构的内生性问题。表 2 报告了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 2 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率的影响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第二产业比重变动率 第三产业比重变动率

( 1) POLS ( 2) FE ( 3) ＲE ( 4) FE ( 5) ＲE ( 6) FE ( 7) ＲE
YLＲ 0. 533＊＊ 0. 615* 0. 545＊＊ 0. 2418* 0. 237＊＊ 0. 247＊＊＊ 0. 245＊＊＊

( 2. 45) ( 1. 76) ( 2. 56) ( 1. 76) ( 2. 14) ( 3. 50) ( 3. 63)
SBC 0. 265 0. 433 0. 272 － 0. 003 0. 037 0. 161＊＊＊ 0. 146＊＊＊

( 1. 07) ( 1. 21) ( 1. 10) ( － 0. 03) ( 0. 42) ( 3. 58) ( 3. 53)
EDU 0. 514 0. 591 0. 506 1. 355＊＊ 1. 406＊＊ 1. 305＊＊＊ 1. 231＊＊＊

( 0. 49) ( 0. 25) ( 0. 48) ( 2. 39) ( 2. 94) ( 3. 24) ( 3. 12)
PGDPＲ 0. 631 1. 017* 0. 667 － 0. 078 － 0. 030 － 0. 116＊＊ － 0. 130＊＊

( 1. 51) ( 2. 05) ( 1. 58) ( － 0. 85) ( － 0. 32) ( － 2. 18) ( － 2. 50)
FI 0. 310＊＊ 0. 317＊＊ 0. 310＊＊ 0. 006 0. 010 0. 008 0. 008

( 2. 37) ( 2. 05) ( 2. 32) ( 0. 30) ( 0. 58) ( 0. 54) ( 0. 60)
FDI － 0. 761* － 0. 905* － 0. 761* 0. 136 － 0. 002 0. 023 0. 053

( － 1. 86) ( － 1. 75) ( － 1. 85) ( 1. 29) ( － 0. 03) ( 0. 37) ( 0. 78)
EXP 0. 107 0. 076 0. 109 0. 018 － 0. 002 0. 043＊＊＊ 0. 044＊＊＊

( 1. 42) ( 0. 99) ( 1. 44) ( 0. 66) ( － 0. 10) ( 2. 81) ( 3. 30)
cons － 33. 324 － 51. 356 － 34. 590 － 12. 900 － 14. 742 － 20. 824＊＊ － 19. 482＊＊＊

( － 1. 36) ( － 0. 95) ( － 1. 38) ( － 1. 14) ( － 1. 60) ( － 2. 69) ( － 2. 83)
Ｒ-squared 0. 2709 －
F 11. 92 12. 95 1. 97 7. 04
Hausman － 0. 3859 0. 1776 0. 3586
Observation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注: 1．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 t 统计量; 2． ＊＊＊、＊＊和*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置信水平; 3． POLS、FE 和 ＲE 分别表示混合截面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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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0 年相邻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约为1‰，而55 ～59 岁人口的死亡率与10 ～14 岁人口的死亡率之差仅为8. 26‰。
我国人口迁移率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于潇等人在2013 年的分析，2000 ～2010 年东部地区净人口迁移率由 6. 721‰变为 10. 36‰，中部地区
由 －6. 12‰变为 －10. 07‰，西部地区由 －3. 59‰变为 －5. 89‰，具体参见: 于潇、李袁园、雪俊一．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影响分析——— “五普”和“六普”的比较 ［J］． 人口学刊，2013，( 3)。考虑到净人口迁移率占总人口比重依然较小，且无法准
确获得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故本文未考虑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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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的 1 ～ 3 列数据的分析结果看，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在控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

本、经济增长、投资、出口等因素之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在 4 ～ 7 列数据的分产业检验中，两者的统计关系依然显著，这表明较高的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有利于产业的快速升级，假

说 1 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说明我国产业结构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直接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

性; 如果假定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为高级化，则该结果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产业升级有一定的

负面作用。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发现的，FDI 在中国不同行业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倾斜性，大多数外

资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其中又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这就导致当我国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和

剩余劳动力较多时，FDI 能够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吸纳就业的作用，但是当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FDI 将阻碍产业升级。

在全国分产业样本的分析结果中，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第二、三产业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相对

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变动与人口负担系数和对外出口显著正相关，即发展第三产业更加符合我

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下的就业形势和需求特征，并且加快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①。

2． 东、中、西部样本的面板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差异，我们分别对东中西部的样本

进行检验。表 3 报告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

表 3 东中西部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率的影响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东部样本
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中部样本
产业结构总变动率

西部样本

( 8) FE ( 9) ＲE ( 10) FE ( 11) ＲE ( 12) FE ( 13) ＲE
YLＲ 0. 466 0. 369 1. 884* 1. 208＊＊＊ 0. 257 0. 610＊＊

( 1. 16) ( 1. 50) ( 2. 25) ( 3. 34) ( 0. 67) ( 2. 14)
SBC 0. 386* 0. 260 － 0. 707 － 0. 349＊＊ 0. 469 0. 676*

( 1. 90) ( 0. 98) ( － 1. 33) ( － 1. 99) ( － 0. 52) ( 1. 93)
EDU 0. 031 0. 852 2. 161 0. 397 － 1. 27 1. 617

( 0. 02) ( 0. 08) ( 0. 46) ( 0. 19) ( － 0. 52) ( 1. 00)
PGDPＲ 1. 119＊＊ 0. 600 － 0. 038 － 0. 209 1. 643 1. 917*

( 2. 45) ( 1. 37) ( － 0. 11) ( 0. 66) ( 1. 19) ( 1. 79)
FI 0. 244＊＊ 0. 310＊＊＊ 0. 257 0. 219 0. 405 0. 351

( 2. 35) ( 4. 84) ( 1. 28) ( 1. 67) ( 1. 46) ( 1. 46)
FDI － 0. 800＊＊ － 0. 488 － 0. 763 － 0. 373 － 0. 088 － 2. 057

( － 2. 34) ( － 1. 57) ( － 0. 57) ( － 0. 46) ( － 0. 05) ( － 1. 06)
EXP 0. 035 － 0. 069* 0. 993 0. 796＊＊ － 0. 076 － 0. 021

( 0. 59) ( － 0. 20) ( 2. 05) ( 1. 81) ( － 0. 19) ( － 0. 06)
cons － 33. 695 － 25. 166 － 66. 73 － 32. 442 － 29. 77 － 76. 262

( － 0. 97) ( － 0. 96) ( － 0. 83) ( － 0. 87) ( 0. 50) ( － 1. 78)
F 8. 08 － 8. 03 － 3. 87 －
Hausman － 0. 0125 － 0. 8726 － 0. 8298
Observation 55 55 40 40 55 55

从表 3 可见，地区间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中西部地

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中部地区二者的相关性更

强，而东部地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不显著。该结果说明，劳动力老龄化对东

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对中西部有较明显的抑制效应，假说 2 得到验证。

东部地区样本中人口负担系数、人均 GDP 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出口均对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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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模型中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并没有体现方向性，但是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第三产业比重是逐渐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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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变量中人口负担系数、人均 GDP 增长率和对外出口均为需求因素，固定资

产投资为投入因素，反映了东部地区产业调整的主要动因是需求和资本的双重推动。相对于东部地

区，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主要为人口年龄结构，具体是青年劳动力投入和人口负

担系数，其中人口负担系数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有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正向影响。

从东西部发展差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重点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平衡战略布局，

中西部地区在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力资本、进出口总额和引进外资上均远落后于东部

地区，1999 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地区间经济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区域产业

演变特征来看，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向邻近的中部地区转移的

趋势，中部地区正处于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之中，但依靠资源禀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仍占主导地位，对于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因此，劳动力老龄化对中部地区产业调整

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东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未明显引致中

高级制造业的转移［28］，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将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因此，

留住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意义重大。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作为我国

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中心，主要以原材料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为主，劳动生产率较

高，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资源的约束。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率先在东部地区集聚，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将成为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

重要因素，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是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 1988 ～ 2012 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地区产

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显著

正相关性得到国家和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的支持，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向影响。当

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较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将更为迅速; 反之，劳动力老龄化将抑制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升级。第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均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并且教育水平

的提高对第二、三产业调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负担系

数和对外出口显著正相关，发展第三产业更加符合我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下的就业形势和需求特征，加

快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由于区域异质性特征，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

结构调整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最

大，西部次之，东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是需求拉动和资本推动; 相

对于东部地区，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则主要是劳动力供给结构，特别是劳动力青

年人口比重，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劳动力需求特征差异有关。第四，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我

国产业结构调整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存

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 “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的逐渐加剧和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产业转型升级将趋于缓慢，应着力转变以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体，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劳动力数量

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二是在保证传统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职

业教育发展，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适应老龄化社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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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三是加快推进产业区域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升级的政策扶持力度，并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投向加以引导，鼓励外资向

中西部地区投资，同时应制定配套的人才吸引政策，吸引青年人口在中西部地区落户就业; 四是面对

“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应从主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入手，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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